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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敌草隆空间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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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敌草隆（Diuron）的来源、空间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于 2021年 10—11月

间采集上海长江口沿岸海域、横沙岛（内陆）水域、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 24个站位水样并通过固相萃

取结合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对各站位表层水样中的敌草隆分析测定。结果表明，3个不同区域 24个站

位水样均有敌草隆检出。其中，上海长江口沿岸 10个站位敌草隆质量浓度检测范围为 182. 43~439. 38 ng/L，
检出率为 100%；横沙岛（内陆）水域 9个站位敌草隆质量浓度检测范围为 83. 48~369. 25 ng/L，检出率 100%；

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 5个站位敌草隆质量浓度检测范围为 1. 97~2. 85 ng/L，检出率 100%。敌草隆的空间

分布主要与船舶防污涂料在船舶停靠港口及航运中释放、农业活动、海洋水动力学扩散作用等相关。生态风

险评估结果显示，上海长江口沿岸海域具有潜在中风险；横沙岛（内陆）水域农田耕作区具有潜在中风险；中

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具有潜在低风险。研究结果表明，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环境正遭受敌草隆的威胁，尤其

是在上海长江口沿岸主要的港口和码头以及横沙岛海域农耕区和河流交汇处。虽然暂时未威胁到中华鲟保

护区等生态敏感区域，依旧需要对敌草隆在长江河口及近海海域的环境影响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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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草隆 ［N-（3，4-二氯苯基）-N，N-二甲基-
脲］是一种抑制植物光合作用的除草剂，其化学

性质稳定，有环境持久性。我国每年敌草隆在农

业除草用量达到 1 500 t［1-2］，此外敌草隆作为抗藻

防污涂料添加剂在船舶防污方面得到应用［3］。根

据国家发布的《涂料中生物杀伤剂含量的测定第

2 部分：敌草隆含量的测定》（GB/T 37363.2—
2019 ），我国船舶防污涂料、抗藻涂料的年产量超

过了 400万 t，涂料中敌草隆的添加量约为 0.3%~
1.0%，若按 30% 敌草隆进入水体中进行估算，每

年至少有 3 600 t敌草隆作为防污涂料进入水体。

研究发现［4-5］敌草隆及其代谢产物有一定的致癌

性，对公众健康会造成负面影响，同时敌草隆渗

入水生环境会对许多非目标生物产生影响［6］，而

浮 游 植 物 藻 类 会 直 接 面 临 危 害［7］。 JUNG

等［8］2017 年通过生态风险评价发现敌草隆在环

境相关质量浓度（586.00 ng/L）下会对菱形藻

（Nitzschiaceae）产生负面影响风险；DINIZ 等［9］在

为期 21 d 试验中发现敌草隆对大型蚤的慢性毒

性浓度（NOEC）为 57 μg/L；NEBEKER 等［10］在一

项观察黑头呆鱼（Pimephales promelas）鱼卵出膜

率以及出膜 60 d 内存活率的研究中发现敌草隆

的慢性毒性浓度（NOEC）<78 μg/L。
随着我国造船维修业的迅猛发展，船舶航运

量的增加，海洋防污涂料的产量和用量也必将随

之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坐落在长江口的上海港，拥

有各类大型码头、港口，造成包括敌草隆在内的船

舶防污剂中活性物质进入水体中的风险也在加

大。但目前国内关于长江口海域敌草隆浓度水平

的研究缺乏，邓芸芸等［11］参照《环境标志产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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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船舶防污漆》（HJ2515—2012），选择中国市场

含有敌草隆作为防污漆活性物质的9种产品，采用

质量守恒法以及MAMPEC模型对洋山港港区、码

头船舶涂料中敌草隆进入港口水域的释放率进行

预测，估算得出敌草隆的质量浓度范围为 2.32~
30.2 ng/L，因海洋理、化及生物环境条件变化，估

算值与实际环境中敌草隆的质量浓度分布水平间

仍会存在较大差异。此外，由于船舶防污涂料涂

装的工艺不同、不同涂装导致敌草隆向水体中释

放速率也存在不同，因此对单一船舶防污涂料的

采集以及模拟敌草隆向水体中的释放速率并不能

全面描述水体环境中敌草隆的质量浓度水平，由

此对实际环境中敌草隆的质量浓度水平监测显得

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对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主

要港口或码头、农业岛屿以及长江口中华鲟保护

区附近海域的敌草隆质量浓度水平进行调查分

析，同时分析水体中敌草隆的来源、空间分布特征

及其生态风险水平，以期为长江口敌草隆的环境

生态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及样品采集

2021年10 —11月间，在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121°
29′10.32″E~122° 10′59.88″E，30° 59′30.12″N~
31°36′59.76″N范围内，按上海长江口沿岸海域、

横沙岛（内陆）水域、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 3个

不同研究区域，共设置了 24 个站位（图 1），采集

表层水域样品。利用棕色广口瓶采集每个采样

站点的表层水 2个平行样品，密封带回实验室冷

冻保存。

1. 2　分析方法

采集后的水样先过 0.45 μm 滤膜，然后量取

处理后的水样 500 mL，参照 GATIDOU 等［12］样品

预处理方法。预处理后的样品参照《涂料中生物

杀伤剂含量的测定第 2部分：敌草隆含量的测定》

（GB/T 37363.2—2019 ）采用液相色谱-串联四极

杆质谱联用仪进行测定［13］。

1. 2. 1　仪器与试剂

仪器包括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Waters_TQS）、SPE 固相萃取仪、超纯水机、SPE
小柱（C18，CNWBOND）。

试剂包括敌草隆标准品［（质量分数 99%）购

于迈瑞尔公司］、乙腈（色谱纯）、甲醇（色谱纯）、

乙酸乙酯（色谱纯）。

图1　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采样站位图
Fig. 1　Location map of sampling stations in Shanghai coastal wa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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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分析条件

样品采用检测范围广、灵敏度高和性能较好

的液相色谱-串联四极杆质谱联用仪进行分析。

高效液相色谱测定条件：色谱柱（2.1 × 100 mm，

1.8 μm）；流动相A：超纯水；流动相B：甲醇；流速

0.35 mL/min；柱温 35 ℃；进样量 20 μL；采用梯度

洗脱程序，程序为 0~1 min，30%B；1~4 min，30%~
100%B；4~5 min，100%B；5~5.1min，100%~30%B；

5.1~7 min，30%B。质谱条件：采用电喷雾离子源

（ESI），正离子扫描；质谱扫描方式：母离子扫描、

子离子扫描；毛细管电压：3.06 kV；锥孔电压：

93 V；定性离子对质量/电荷（m/z）为 233/72，碰撞

电压为 15 V；定量离子对质量/电荷（m/z）为 233/
160，碰撞电压为 25 V。按照上述的分析条件可

得到目标化合物出峰时间在3.66 min。
1. 2. 3　质量控制

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每批样品做一个方法空

白以及进行样品平行实验，同时定量分析采用外标

法分析。配置质量浓度为 0.1、1.0、5.0、10.0、20.0、
50.0、100.0、500.0 μg/L系列敌草隆标准浓度在分析

方法下进行检测，以质量浓度（M）、对峰面积（A） 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敌草隆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

程为A=953.98M+1 954.7，相关系数R2=0.999 5，表
明在（0.1~500.0 μg/L）的质量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

良好。

为了检验方法的准确性，在空白样品中分别

添加一定量的标准物质，利用上述的预处理方法

对样品进行处理，采用分析方法进行检测，测定

敌草隆含量（n=6），标准偏差为 1.24%~3.28%，加

标回收率为 77.6%~105.3%。检出限和定量限分

别用 3倍（0.002 μg/L）和 10倍（0.006 6 μg/L）信噪

比（S/N）计算获得。

1. 3　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商值法［14］是判定某一浓度化学污染物是否

具有潜在有害影响的半定量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其计算公式如下：

RQ = MEC/PNEC （1）
式中：RQ表示风险商值，根据 RQ商值大小可以划

分水体中敌草隆生态风险等级 （表 2），判断敌草

隆生态风险水平。MEC表示水体中各站位敌草隆

的实测值。PNEC 为敌草隆生态风险评价标准值，

可根据相关物种慢性毒性浓度（NOEC）与安全系

数（AF）的比值来获得。采取农药属性数据库

（PPDB）［15］中敌草隆对鱼类，水生无脊椎动物和藻

类等三类物种的慢性毒性浓度（NOEC）410 μg/L、
96 μg/L、2.7 μg/L，安全系数分别取 100、50、10，可
分别得到单一物种的生态风险评价分标准值为

4.1 μg/L、1.72 μg/L、0.27 μg/L。根据长江口物种

特点以及敌草隆的毒性效应，鱼类、水生无脊椎

动物和藻类的权重系数分别选择 0.3、0.2、0.5，可
得到敌草隆在长江口的总生态风险标准值为

1.71 μg/L，此标准值接近新西兰环保署（EPA）规定

敌草隆在水环境的暴露限制标准海水为1.8 μg/L、
联合国规划署保护水生生物淡水中敌草隆的最

大允许浓度为1.6 μg/L，比较合理。

根据上述公式以实际环境中不同站位的敌草

隆质量浓度值与上述得到的长江口生态风险标准

的比值可以求得敌草隆风险商值（RQ）。依据风

险商值（RQ）大小划分了长江口近岸海域生态风

险不同等级及其生态风险毒性效应，见表2。

1. 4　统计分析

利用 SPPS 25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相

表1　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采样站位表
Tab. 1　Sampling stations in Shanghai coastal wa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上海长江口沿岸海域
（S） Shanghai Yangtze 

River Estuary coastal 
waters(S)

S1(大治河)
S2(三甲港)
S3(外高桥码头)
S4(吴淞炮台
湿地森林公园)
S5(宝山港区)
S6(潘家沙港口)
S7(长兴岛客运站)
S8(堡镇码头)
S9(陈家镇奚渔村
渔船停泊区域)
S10(崇明岛东旺沙)

横沙岛(内陆)水
域(H) Hengsha 
Island (inland) 

waters(H)
H1(农耕区)
H2(红星河)

H3(河流交汇处)
H4(农耕区)

H5(河流交汇处)
H6(河流交汇处)

H7(支流)
H8(村镇区)

H9(支流)

中华鲟保护区及附
近海域（Z） Chinese 
sturgeon reserve(Z)

Z1(保护区)
Z2(保护区)
Z3(保护区)
Z4(保护区)
Z5(附近海域)

表2　长江口近岸海域生态风险评价等级划分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in 

Shanghai coastal area of the Yangtze Estuary
风险商值

Risk quotient
RQ>1.0
0.2<RQ≤1.0
0.1<RQ≤0.2
RQ≤0.1

等级[16]
Grade
高风险

中风险

中低风险

低风险

毒性效应大小描述
Describe

对水生生物有毒性效应

对水生生物有潜在毒性效应

对水生生物有较低潜在毒性效应

对水生生物无毒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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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区域不同站位、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关性差异，

P<0.05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 1　长江口上海近岸敌草隆的空间分布特征

上海长江口沿岸敌草隆分布结果如图 2a 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上海长江口沿岸调查区域内

敌草隆质量浓度范围为 182.43~439.38 ng/L，平均

值为334.25±91.69 ng/L。上海长江口沿岸10个站

位敌草隆质量浓度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 S9>S8>
S5>S3>S2>S7>S6>S4>S10>S1。其中 S9 敌草隆质

量浓度水平最高，此站位附近为渔船停泊码头，位

于长江口向内陆延伸支流内，从现场采样调查来

看，该区域水交换率低，同时采样期是长江禁渔期，

大量的渔船停泊在该水域，造成在 S9站位附近水

域敌草隆质量浓度达到最大值，这与 ALI［17］和
CRESSWELL［18］分别对马来西亚沿岸水域和英国沿

岸水域敌草隆使用量调查结果类似，在船只密度

高、水交换率低的港口和码头，敌草隆达到高质量

浓度。S8站位邻近S9，同时码头停靠大量船只，平

均质量浓度仅次于S9站位。S5和S3是长江口重要

的港区和码头，大量来往的船只导致敌草隆不断向

水体中释放，造成这些站位质量浓度水平较高。S2
站位处于三甲港水闸工作桥，闸口内船只停泊时间

较长，海水交换率低，导致该区域敌草隆质量浓度

较高。S7站位是长兴岛客运码头，来往的船只主要

承担客运功能，通行量与船只大小比货运港口或码

头均小，因此该区域内的敌草隆质量浓度处于中等

水平。S6站位是潘家沙港口，该区域属于开放型区

域，海水交互频繁，导致敌草隆质量浓度低于宝山

港区。S1、S4、S10分别位于大治河、吴淞炮台湿地

森林公园、崇明岛北支，船舶通行量显著低于其他

区域，来往的船只活动较少，因此在调查站位中敌

草隆质量浓度水平排列最低。

图2　长江口上海近岸不同研究区域敌草隆的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diuron in different study areas near the Shanghai coast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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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沙岛（内陆）水域敌草隆分布结果如图 2b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9 个调查站位的敌草隆

质量浓度范围为 83.48~369.25 ng/L，平均值为

187.64±131.06 ng/L。最高质量浓度在 H6，最低

质量浓度在H2。横沙岛内主要农业作物有水稻、

小麦、油菜籽等，岛内主要河流分布为三横一纵，

H6站位主要位于东西流向与南北流向的内陆径

流上，可以发现敌草隆质量浓度在河流交汇处显

著高于其他站位（P<0.05），主要是由于农药施用

农田后，10%~20%进入空气和被植物吸收外剩下

的大约 80%~90%进入土壤中并以不同途径分配

到其他环境介质中，农药从土壤和水体表面向空

气中的挥发、在土壤中的吸附、在土壤中的移动

以及农药通过降雨和农业径流进入水体，在一些

河流交汇区达到较高的质量浓度［19］。根据横沙

岛的基本功能区划， H3、H4及 H5质量浓度较高

的站位属于基本农田保护区，按《2020 横沙乡农

业概况》，全乡可耕地面积为 2 940 hm2，水稻与果

林种植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而敌

草隆主要在水稻和果树等除草方面有一定的应

用［20］。H8站位处于村镇区，该区域农业活动低，

敌草隆质量浓度显著低于农业区（H4、H5）（P<
0.05），表明在横沙岛内敌草隆主要来源于在农田

耕作区除草的使用。沈路遥等研究草甘膦农药残

留时［21］，发现农药可以通过地表径流等方式进入

周围环境，甚至可能在远离施用点出现，这与本文

的研究是一致的，高质量浓度敌草隆大都位于农

业耕作区或河流交汇处。

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敌草隆分布结果如

图 2c 所示。在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 5 个采样

站位均检测出敌草隆，其质量浓度范围为 1.97~
2.85 ng/L，平均值为（2.34±0.29） ng/L。中华鲟保

护区附近海域敌草隆分布特征呈现由近岸向外

海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

敌草隆整体质量浓度是远低于在沿岸海域和横

沙岛（内陆）水域的。由于此区域处于咸淡水交

汇处，径流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春夏季的丰水期

径流量大，会带来大量的污染物［22］，因此敌草隆

质量浓度分布特征受长江径流下泄、水动力扩散

稀释作用和海洋潮汐作用等综合影响，同时与河

口稀释效应有关［23-24］。
3个不同调查水域敌草隆平均质量浓度水平

如图 3所示。上海长江口沿岸敌草隆质量浓度水

平最高，其次是横沙岛（内陆）水域，说明敌草隆

在船舶防污方面的贡献更大，而影响敌草隆分布

的因素有很多，在沿岸海域、中华鲟保护区附近

海域主要是船舶的停泊与维修、航运量以及海水

动力学等因素［25］；而在横沙岛（内陆）水域主要受

到内陆径流以及农业活动的影响［26］。与国内外

相同类型海域比较见表 3，英国肖勒姆港、布赖顿

码头（366.00 ng/L）、日本大阪湾（350.00 ng/L）与

本文调查水域敌草隆最大质量浓度（439.38 ng/L）
相近，低于荷兰停泊港水域敌草隆质量浓度水平

（1 129.00 ng/L）。而在浙江省舟山主岛西部近岸

和巴西圣马科斯湾的最大质量浓度远低于本研

究区域。巴西圣马科斯湾停靠的主要是一些休

闲划船以及自主性捕鱼等船舶，船只尺寸较少以

及停泊时间短［25］，而在长江口上海近岸主要的港

口或码头承担着大量货轮的停靠，虽然海域类型

是开放性，但是来往的船只大都属于大型船只，

造成船舶防污漆在水体中释放，导致在长江口上

海近岸的敌草隆质量浓度高于国外相同类型

海域。

2. 2　长江口上海近岸敌草隆的来源分析

通过对 3个不同的调查水域敌草隆质量浓度

进行显著性分析，发现上海长江口沿岸、横沙岛

（内陆）水域、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敌草隆质量

浓度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 3 个不同区

S. 上海长江口沿岸海域；H. 横沙岛（内陆）水域；Z.
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
S. Shanghai Yangtze River Estuary coastal waters； H.
the Hengsha Island （inland） area； Z. The area near the 
Acipenser sinensis reserve.
图3　不同调查水域敌草隆平均质量浓度水平

Fig. 3　Average mass concentration levels of diuron in 
different survey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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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敌草隆的来源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上海长江口

沿岸，船舶防污漆内敌草隆不断向水体中释放是

该区域主要的来源。同时在船只休闲时期，船只

擦洗和重新喷漆活动的维护也会造成敌草隆向

水体中转移［31］，上海长江口沿岸存在众多的港口

和码头，在主要的港口、码头区域（S9、S8、S5、
S3），敌草隆向水体中转移量更多，造成该区域敌

草隆质量浓度水平高。横沙岛地理位置三面环

江，一面临海，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其中水稻与

果林种植面积达到总耕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敌

草隆在水稻和果树等除草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农

业除草是岛内敌草隆主要来源，这些农药通过农

业径流在岛内流动，造成在岛内不同区域均检测

出敌草隆。以横沙岛不同乡镇粮田、林地面积和

不同站位敌草隆质量浓度为对象进行 Pearson相

关性分析（表 4），结果表明敌草隆与粮田、林地面

积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543 和 0.113，说明水

稻除草与果林杀虫是横沙岛敌草隆的主要来源，

其中水稻除草方面应用得更加广泛。在中华鲟

保护区附近海域船只活动相对较少，但受长江径

流、河口水动力作用导致敌草隆的迁移，这是中

华鲟保护区及附近海域敌草隆的主要来源，这与

VIANA 等［25］关于巴西圣马科斯湾敌草隆的调查

研究一致。

2. 3　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敌草隆的生态风险

评估

根据 1.3 节的评价方法，分别计算得到不同

站位敌草隆的风险商值及 3个调查水域总的风险

商值，按照上述评价方法分别对不同站位和 3个

调查区域的生态风险等级进行划定，其生态风险

评估结果见表 5。由表 5 中可知，上海长江口沿

岸站位大多属于潜在中风险，但是不同站位之间

生态风险等级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 60%的

站位属于中风险，剩下的都属于中低风险。这与

不同站位船舶通行量、船舶停靠时间等有一定的

关联，大多数中风险站位整体的船舶通行量是高

于中低风险站位的，这与 ANSANELLI 等［32］关于

意大利第勒尼安海沿岸敌草隆生态风险评价结

果类似。在上海长江口沿岸调查区域航运发达

的南岸敌草隆生态风险水平高于航运较低的北

岸，因此对于一些重要的港口码头，需要对水环

境进行重点监测，防止敌草隆污染物的迁移对一

些重要水源地造成污染。同时需要建立绿色船

舶防污剂使用的法律规范，使用更环保、危害更

小的船舶防污防藻涂料。横沙岛（内陆）水域敌

草隆的生态风险低于上海长江口沿岸，55%的站

位都属于低风险，这些站位大多位于村镇区，农

业活动较少，敌草隆主要通过径流进行迁移，但

是在横沙岛河流汇集地以及一些农耕区，属于中

风险或中低风险，因此应加强农药使用的管理，

防止过多农药的施用对水环境造成威胁。中华

鲟保护区附近海域不同站位敌草隆的生态风险

都属于低风险，风险程度远低于沿岸海域和横沙

岛（内陆）水域。

根据表 5风险区域等级划分结果，可以给出

表3　国内外不同海域水体中敌草隆含量调查结果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diuron content in sediments of different sea areas at home and abroad

调查海域
Survey sea area

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 Shanghai coastal wa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英国肖勒姆港、布赖顿码头 British port of Shalom, Brighton Wharf
荷兰停泊港 Dutch berthing port
英国停泊港 British port of call
日本大阪湾 Osaka Bay, Japan
浙江省舟山主岛西部近岸 The west coast of Zhoushan main island, Zhejiang 
Province
巴西圣马科斯湾 San Marcos Bay, Brazil

调查时间
Survey time

2021
2004
2004
2004
2007
2012
2018

敌草隆质量浓度
Diuron concentration/(ng/L)

1.97~439.38
7.00~366.00

<1.00~1 129.00
<1.00~685.00
13.00~350.00

4.00~52.10
2.80~22.00

数据来源
Data sources

本文

[27]
[28]
[29]
[30]
[25]

表4　横沙岛敌草隆、粮田面积以及林地面积相关矩阵
Tab. 4　Correlation matrix of diuron， grain field area 

and forest land area in Hengsha Island

敌草隆 Diuron
粮田面积 Grain field area
林地面积 Forest land area

敌草隆
Diuron

1
0.543
0.113

粮田面积
Grain field 

area

1
-0.242

林地面积
Forest land 

are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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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敌草隆风险区域分布图（图

4）。总体靠近长江口内侧水域敌草隆生态风险

高于长江口外侧海域。上海长江口沿岸和横沙

岛（内陆）水体敌草隆整体都属于中低风险，表明

敌草隆在船舶防污和农业除草两方面的应用都

值得引起注意，应该加强对这些区域水环境敌草

隆的监测。中华鲟保护区及附近海域虽然整体

属于低风险，考虑到敌草隆在环境的蓄积性，也

要时刻注意对水环境的监测，保持警惕，从而更

好地利用保护区，保护长江口的生态环境价值。

敌草隆的生态毒性数据表明藻类是其最为

敏感的物种［33］，一般而言，敌草隆对藻类的毒性

比其他营养级的生物大，前者的毒性效应浓度较

后者低几个数量级。在对长江口海域连续 15年

浮游植物优势种调查中发现［34］，中肋骨条藻

（Skeletonema costatum），尖 刺 菱 形 藻（Nitzschia 
pungens）等藻类常年处于优势种，已经有研究证

明［35］，长期处于敌草隆环境下，藻类的生长以及

光合作用会受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同时藻类会

随着食物链的传递在鱼类和甲壳类生物体内蓄

积［36］，对这些物种生长产生威胁。在沿岸海域水

体中均检测出敌草隆，说明该区域水生生物正面

临着长期接触，产生的生态风险不容忽视。其次

在横沙岛（内陆）水域，主要的河流交汇区以及农

田耕作区属于中风险，而一些村镇活动区属低风

险，横沙岛属于居民生活岛屿，敌草隆在食物链

的传递带来的健康危害需要引起注意。中华鲟

保护区附近海域敌草隆浓度水平属潜在低风险，

但是这片水域是中华鲟重要的栖息地，敌草隆长

期存在也会使其面临一定的生态风险。

3　结论

长江口上海近岸海域敌草隆质量浓度水平

为 1.97~439.38 ng/L，上海长江口沿岸敌草隆分布

在主要的港口和码头，在横沙岛（内陆）海域，敌

草隆分布在农田耕作区和河流交汇处，敌草隆质

量浓度水平与当地的粮田和林地面积存在一定

关联，其中敌草隆在粮田除草方面贡献更大，在

中华鲟保护区附近海域检测出敌草隆，潮汐与海

水动力学占据主导因素。

敌草隆在上海长江口近岸，60%的站位属于

中风险，剩下的都属于中低风险，整体的生态风

险水平是最高的。横沙岛范围内 55% 的站位属

于低风险，在一些农田耕作区和河流交汇地属于

中风险，表明横沙岛内敌草隆主要应用于农业除

草。而中华鲟保护区及附近海域均属于低风险

区，作为中华鲟重要的栖息地，生态保护价值高，

依旧需要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保持警惕，避免

环境与生物受到威胁。

关于敌草隆作为船舶防污剂的使用，在我国

并没有明确的管理措施，这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

一定的差距，在英语、荷兰［37］等国已经禁止敌草

隆在防污涂料中使用。长江口敌草隆质量浓度

水平虽没达到生物暴露水平，但是相较于其他的

港口或码头，敌草隆的质量浓度是偏高的，需要

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在船舶防污和农

业除草方面的应用，防止其对海洋环境产生持续

的生态威胁。

表5　不同站位敌草隆生态风险值及生态风险评价结果
Tab.  5　Ecological risk value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of diuron in different regions

站位
Station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总

商值
Quotient

0.11
0.22
0.23
0.13
0.24
0.19
0.22
0.24
0.26
0.12
0.20

等级
Grade

中低风险

中风险

中风险

中低风险

中风险

中低风险

中风险

中风险

中风险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站位
Station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总

商值
Quotient

0.06
0.05
0.18
0.15
0.21
0.22
0.09
0.06
0.18

0.12

等级
Grade
低风险

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风险

中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中低风险

中低风险

站位
Station

Z1
Z2
Z3
Z4
Z5

Z总

商值
Quotient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等级
Grade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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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diuron 
in Shanghai coastal area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LUO Dasong1， YANG Hong1，2， WANG Chunfeng1，2， JIAO Junpeng1，2

（1. College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2. Marine Environment 
Monitoring ＆ Assessment Centre，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sourc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cological risks of 
diuron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Shanghai， water samples from 24 stations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Hengsha Island （inland） waters and the waters near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Chinese sturgeon reserve were collected from October to November 2021， and the content of 
diuron in the surface water samples of each station was analyzed by solid phase extraction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sults，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diuron was detected in the water samples of 24 stations in three different regions.  Among 
them， the detection range of diuron mass concentration at 10 station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Shanghai was 182. 43-439. 38 ng/L， and the detection rate was 100%.  The detection range of diuron mass 
concentration at 9 stations in Hengsha Island （inland） water area is 83. 48-369. 25 ng/L， and the detection 
rate is 100%.  The detection range of diuron mass concentration at 5 stations near the Chinese sturgeon 
reserve is 1. 97-2. 85 ng/L， and the detection rate is 100%.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ur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factors like water transport， ship maintenanc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tides and seawater 
dynamics.  Besides， the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shows that the coastal water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Shanghai are potentially at medium risk.  Farming areas in Hengsha inland waters are at medium 
risk， and the nearby waters of the Nature Reserve are at low risk.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Shanghai is being threatened by the diuron， especially in the 
major ports and dock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in Shanghai as well as the agricultural areas and river 
intersections in the Hengsha Island area.  Although it will not threaten the Chinese sturgeon reserve in the 
short run， it still deserves attention.
Key words: diuron； coastal water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waters； risk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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